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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 ∗ 

陳逢源 ∗∗ 

（收稿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0 月 20 日） 

提要 

朱熹以四書建構儒學體系，明代則是四書具體實踐時代，不同階層，不同立場，不同

角度，從政教而及士人，由士人而及庶民，從實踐到反思，從反思到創發，共同進行四書

義理的思考，以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以及善本蒐輯的觀察，趨勢所在，可以分出三個

發展階段：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援朱學為政化基礎，為治統

政教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凸顯個人經典詮釋的見解，為義理辨析時期；

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心學、理學彼此激辯，為多元開展時期。儒學浸潤影響，不同階

段有不同訴求，朱學於帝制、士紳、庶民之間擴散發展，帝王援以纘承道統，肆行政教合

一的訴求；士人援以為立身處世之思考；浸而及於士庶之間，書坊援以取利祿，學者用以

取功名，各逞意見，各立宗旨，心學、理學的分化，更觸發多元競起的詮釋，四書為明儒

學術核心，濡染影響由此可見。 

 

 

 

關鍵詞：明儒、朱學、四書、心學、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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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朱熹於淳熙九年（1182）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集

為一編，刊刻於婺州（今浙江金華市），「四書」之名由此而始，1日後不論與學人相與講

論，或是書院收召學生，以聖人相期，涵養累積，勉以研讀四書，《四書章句集注》為朱

熹學術之精華，乃是無庸置疑之事。然而以朱熹承道統，進而以朱學為尊，又以之為政教

核心，學術政治化的趨向，並非朱熹所能預料，卻是在朱熹後學努力，諸多脈絡發展當中

逐漸形成。然而四書成為明代學術核心，並非如此順理成章，揭蹊斯撰〈定宇先生墓誌銘〉

言朱熹之後「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2汪克寬撰〈四書輯釋序〉

云：「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3顯然朱熹之後，學

術流衍有一段紛擾時期，因此明代一方面重申朱學獨尊地位；另一方面也以官方立場回應其

中學脈紛雜問題，《明史．選舉志》直言明初設科舉試經義，四書主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確

立宗朱立場；4成祖命胡廣等編纂《四書大全》5，化解學脈紛雜問題，其中有制度層面的影響，

也有義理擴展作用，有助於形塑明儒學術基礎，影響甚至擴及日本、朝鮮，層面不可謂不大，

影響不可謂不深。6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標舉「盈天地皆心」為明儒超越前代之學術成就，7後

人習慣將明代儒學辨析精微，視為「性」、「理」轉向「心」、「知」主要觀念哲學系統，肯定「主

                                                        
1  束景南：〈四書集注編集與刊刻新考〉所考朱熹生前《四書集注》編集合刻，淳熙四年序定之後，淳

熙四年有建陽書肆刊丁酉本《論孟集注》，淳熙九年朱熹於婺州刊寶婺本《四書集注》、淳熙十一、

十二年詹儀之於德慶刊德慶本《四書集注》、淳熙十三、十四年詹儀之於桂林刊廣西本《論孟集注》、

淳熙十三、十四年趙汝愚於成都刊成都本《四書集注》。淳熙十六年二次序定後，紹熙元年朱熹於漳

州刊臨漳本《四經》、《四子》、紹熙三年曾集於南康刊南康本《四書集注》、慶元五年朱熹於建陽刊

定本《四書集注》。以其所考，淳熙九年寶婺本為最早刊刻之四書版本，收於束景南：《朱熹佚文輯

考》（鹽城：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619-628。 
2  元・揭傒斯：〈定宇先生墓誌銘〉，收入元・陳櫟：《定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7，頁 441-442。 
3  清・朱彝尊：《經義考》第 7 冊（臺北：中華書局，1979 年），卷 255，頁 7。 
4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70〈選舉二〉，頁 1694。 
5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6 年，據北京圖書館紅

格抄本影印），卷 158，頁 1803。 
6  日・辻本雅史撰，田世民譯：〈日本德川時代「四書學」的開展與轉變：從媒體的觀點出發〉，收入

黃俊傑編：《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131-135。韓・鄭亨愚：

〈《 오경（五經） 사서대선（四書大全） 》 의 수입 및 그 간판 （刊板） 광시 （廣布）〉（五經四書

大全的輸入與其刊板廣布），《東方學志》第 63 卷（1989 年），頁 1-27。則依據《世宗實錄》認為是

世宗元年（1418） 庚子，成祖刊刻後四年《四書大全》便已傳入朝鮮，影響日深。 
7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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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深有成就；8然而另一方面，清儒卻認為明代為經學「積衰時代」，衰弊已極，有待復興。9

對於明代有著迥然不同的評價，所涉及乃是漢、宋學之分不同立場，明代四書撰作對應政教氛

圍的變化、義理辨析成果、科舉的影響，以及社會多元發展，具有糾葛複雜的形態，歷來存在

相歧的觀點，成為理解明代學術的失落環節。為求釐清，必須回歸於明代四書成果分析，考察

其中轉折與發展。以明儒四書學著作，張廷玉等撰《明史‧藝文志》所錄四書類 著作共計五

十九部，七百十二卷。10朱彝尊《經義考》中《禮記》有關明代《中庸》部分有七十部、《大學》

部分有一百二十四部、兼論《大學》、《中庸》部分有四十部、《論語》部分有三十七部、《孟子》

部分有二十三部、四書部分有二百部，四書類總計共有四百九十四部。11中華民國孔孟學會與

國立編譯館合組「四書編審委員會」，整理《四庫全書總目》、《續四庫提要》、《歷代藝文

總志》、《叢書子目類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所錄材料，並蒐輯國內、日、韓、歐美

各圖書館資料，共計二千九百六十四種，註明「存」、「殘本」、「闕」、「佚」不同狀態，完成《新

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其中明代四書學有五百五十二部，存書二百四十八部，

而明代《論語》部分有四十九部，存書十五部。12筆者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檢覈傅武光教授《四

書總義著述考》，《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古籍聯合目錄》、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

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書籍，擴及《中國古籍總目‧經部‧四書總義》，剔除重複，整合結果，所

知明代四書學著作共七百一十七部，作者人數五百五十一人，作者不詳有一百六十五位，選擇

生平約略可考者還有三百八十六位，以此做為分析依據，不僅有助於了解明代政教性理之間發

展情況，也可以提供客觀數據，作為學界了解明儒四書詮釋轉折的參考。只是完整呈現明代儒

者與四書詮釋的對應發展，歷時既長，材料又多，難免挂一漏萬，無法周全分析，尚祈見諒。  

二、道統與治統 

                                                        
8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一系三階段說，頁 50-51。 
9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頁 220-295。 
10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96〈藝文 1〉，頁 2369-2371。 
11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154，頁 1-7，卷 155，頁 1-6。卷 158，頁 1-8，卷 159，頁 1-7，卷 160，

頁 1-8，卷 161，頁 1-11。卷 162，頁 5-10。卷 221，頁 1-6。卷 235，頁 7-11、卷 236，頁 1-9。卷

256，頁 1-8，卷 257，頁 1-6，卷 258，頁 1-8，卷 259，頁 1-7。 
12  國立編譯館主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 年），上冊

〈前言〉，頁 1。下冊，頁 20-75；頁 2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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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四書取士，但科舉並非主要管道尚難言為思想正統，13然而明太祖龍興之時，

每每謁文廟，祀孔子，成為經略四方當中，頗為特殊的舉措，即皇帝位恢復衣冠如唐制政

策，軍政之餘，具有宣示文化思考，檢視《明實錄》洪武十四年（1381）三月，頒五經四

書於北方學校喪亂之後，進行學術建設，14宏圖遠略，由此可見。雖然與諸儒講論治道，

尚未及於細節，甚至對於四書中《孟子》「草芥」、「寇讎」之語頗為不滿，曾命劉三吾撰

《孟子節文》，進行思想清理工作，尊儒卻又有所保留，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云： 

 

其他或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

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其去就于時君，固其崇高

節，抗浮雲之素志，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君，四海一國，

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者，

槩以言焉，槩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抑《孟子》一書，其有關

於名教之大，如孔子賢於堯、舜，後人因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者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皆所謂擴前

聖所未發者，其關世教，詎小補哉。15 

 

指出時移世異應有不同的思考，孟子重民本，抑君權，乃是後世帝王難以承受之重，劉三

吾刪除其中詞氣太過者八十五條，然而標舉道統以補世教，則又是一統皇朝所需要的核心

價值，明儒選擇性的接受，可以得見其中的為難。以太祖尊孔的目標而言，表彰孟子乃是

從屬於這個原則之下，形塑盛世教化的想像。事實上，太祖建國之初，重用北山一系浙東

諸儒，16黃百家案語云： 

 
                                                        
13  蕭啟慶：〈元代科舉特色新論〉云：「道學在科舉中的獨尊及成為近世的官學是始於元代，而非宋代。

不過，道學在元代僅為儒學各派中的官學，還算不上『正統』學術。因為科舉在當時並非入仕的主

要管道，而儒學不過是諸『教』中的一種。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是在明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 81 本第 1 分（2010 年 3 月），頁 23。 
14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附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年，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

鈔本微捲影印），《明太祖寶訓》，卷 2，尊儒術，「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頁 3b，總頁 18981。 
15  明・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孟子節文》，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

珍本叢刊》第 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據洪武二十七年序刊本影印），經部，頁 2a-4b，
總頁 955-956。 

16  陳寒鳴：〈金華朱學：洪武儒學的主流〉言「元、明之際，襄助朱元璋成就帝業的儒士多出自浙江金

華，如宋濂、王禕、胡翰、蘇伯衡、許元、吳沉、章溢等……金華朱學的確堪稱洪武儒學的主流。」

《朱子學刊》1995 年第 1 輯，總期第 7 輯（1995 年 12 月），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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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

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

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17 

 

金華既是宋元學術重鎮，也是宋元朱學傳播中心，從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脈相傳，

而至柳貫、吳師道、戴良、宋濂、方孝孺等代有名儒，世系綿長，聲勢頗盛，成為明初重

要學術支柱。18然而成祖又有不同發展，永樂九年（1663）孫芝請恢復《孟子》全書，19同

年重修《高皇帝實錄》，永樂十二年（1414）又敕修《四書大全》，撰〈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云：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

也。……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

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20 

 

相對於朱熹〈中庸章句序〉列舉聖賢系譜，成祖宣示總攬天下雄心，強調自己有承繼

太祖大業的志懷，然而從伏羲、神農而下，缺孔、曾、思、孟之傳，可見純就帝王世系以

及遂行政教的思考，用意在於強化個人權力的來源，21以「政」領「學」主張也見於胡廣

撰〈進書表〉22，雖然標榜道統，大振斯文，內容卻是強調「皇權」，歌頌成祖「纘承大

統，紹述鴻勳」。相較於太祖尊孔而及於尊朱，承續文化傳統；成祖尊朱有更為強烈的政

                                                        
17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卷 82〈北山四先

生學案〉，頁 2727。 
18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第 153

期（2016 年 1 月），頁 63-64。 
19  清・潘檉章：《國史考異》，卷 3「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頁 3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史部，頁 59。 
20  明・明成祖：〈御製性理大全書序〉，明・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孔子文化大全》本，濟南：山

東友誼書社，1989 年），頁 9-12。 
21  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卷 168，頁 1872。從得位而及於政教，成祖於永樂十五年（1417）

九月丁卯孔子廟訖工親製碑文，云：「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

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遍賜經籍……，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朕纘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彰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

道統之系，實由於茲。」卷 192，頁 2030。強調太祖表彰儒學，以及自已繼承之意，綰合政教以得

道統，建構得位施教的論述，用意至為清楚明白。 
22  明・胡廣等纂修：〈進書表〉，《性理大全》，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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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作用，用以宣揚皇位正統。四書原為儒者成德教本，成為政治操作工具，成祖以新安學

人倪士毅《四書輯釋》為底本，形塑尊朱學術立場，顯然也有以新安一系取代浙學的用意，23

政權移轉與思想內涵的抽換，同時進行，至於纂修過快，前後不到一年時間完成編纂工作，

乃是急於宣誓正統的結果，24談遷《國榷》云：「臨海陳燧常曰：『始欲詳，緩為之。後被

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擇，未免牴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25陳

廷敬（1638-1712）云：「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26急於求成乃是出於

成祖意志，從尊孔到尊統，從北山到新安，明初兩位帝王深具威勢，援取朱熹四書也各有

偏重，然以四書詮釋而言，不論是刪取《孟子》，或是以《四書大全》統合宋元諸儒四書

詮釋成果，皆有皇權介入的情形，朱學成朝廷政教依據，以明儒四書撰作情形分析，也可

以獲得觀察線索： 

表一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整理表（以年號區分） 

時間 作者人數 四書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學庸 
洪武 24 11 2 2 7 5 4 
永樂 7 8 0 0 0 1 0 
宣德 5 2 0 1 2 0 1 
正統 5 1 1 0 1 1 1 
景泰 4 4 0 0 1 0 0 
成化 13 7 1 2 4 2 1 
弘治 22 7 2 1 9 4 5 
正德 30 13 2 3 13 1 3 
嘉靖 100 52 16 10 37 24 6 
隆慶 11 8 0 0 3 0 1 
萬曆 95 56 9 3 19 10 4 
天啟 12 13 0 0 2 0 0 
崇禎 58 52 2 3 4 7 0 
總數 386 234 35 25 102 55 26 

                                                        
23  陳逢源：〈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成大中文學報》第 63 期（2018 年 12 月），

頁 71。清人吳曰慎〈新安學繫錄序〉云：「朱子以遷閩未久，新安自表，而吾郡繼起諸賢，篤守其

學，代不乏人，其與金谿之頓悟、新會之靜虛、姚江之良知，不啻薰蕕判也。是以道統歸於程朱三

夫子，而學系之正，莫如新安，故獨標之。」見明・程曈：《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4-5。 

24  林慶彰：〈《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云：「成祖是要以修書來繼承道統；能繼承道統的，

自然也就取得『正統』之地位。」《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38-39。
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云：「可以藉此消除士人對篡位之舉的普遍反感心理。」（臺北縣：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21。 
25  清・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卷 16，頁 1122。速成難免疏失，但出於成祖意志，

則無可疑。 
26  清・陳廷敬：〈經學家法論〉，《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卷 32，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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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本整理表收錄的範圍，作者以明代人（1368－1644）為主，著作類型以《四書》為範圍。 

2.作者生年不詳者，並未收錄在此表格範圍內。 

3.本整理表以明代皇帝年號作為區分，年數過短不予列入。 

 

統計表 1-1 明代四書作者數量折線圖（以年號區分）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一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明代 12 世 16 位皇帝，統計 13 個年號（惠帝建文、仁宗洪熙、光宗泰昌，以及英宗

復位天順時間過短不列入計算），四書作者年代可考數目有 386 人，平均數為 29.69 人。

高於平均數者有正德、嘉靖、萬曆、崇禎，分別為武宗、世宗、神宗、思宗等四朝。太祖

時期宣示文化主體，仍是屬於元儒影響階段，，建文時日既少，無法評斷，然而成祖永樂

之後，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包括宣宗、英宗、代宗，以及再次登位英宗，撰作數

量遠低於平均值之下，直到明代憲宗之後，四書撰者人數才稍有改變，成化前後，數目相

差如此懸殊，不得不令人推想四書詮釋與明代政局有莫大關聯，以撰作書籍類型檢覈，也

有相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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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1-2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年號區分）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一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洪武以下，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等五年號，將近六十年期間，四書撰作遠

低於平均，成祖建構權力法源基礎，確立政教依循標準，影響明儒四書撰作動力，此一階

段可以視為四書治統時期，明儒鄒元標《願學集》云：「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

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皇圖無疆之治。」27直指《四書大全》的作用有助於皇朝政

教遂行，高攀龍《高子遺書》云：「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28

指出科舉制度下《四書大全》作為考、教唯一文本的事實，甚至清初魏裔介云：「《集註》

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

《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

德之門，致治之基哉！」29指出由四書而《四書章句集注》，由《四書章句集注》而《四

書大全》的脈絡，正是四書官學化、正典化過程。事實上，自太祖重用浙東學人起，程、

朱已是顯學，雖經靖難變局，尊朱立場不變，而相較於北山一系尊朱，新安一系立場更為

                                                        
27  明・鄒元標：《願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四

書大全纂序〉，頁 105。 
28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

〈崇正學闢異說疏〉，頁 441。 
29  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

〈四書大全纂要序〉，頁 696。 

洪武 建文 永樂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天啟 崇禎 

四書 13 1 3 2 2 3 0 5 10 8 46 14 115 8 25

論語 4 0 1 0 1 0 0 2 4 5 16 3 22 1 3

孟子 4 0 2 0 0 1 0 5 1 4 10 2 20 0 2

大學 10 0 4 1 0 3 1 16 14 9 35 4 23 5 4

中庸 9 0 1 0 0 0 1 9 6 5 15 3 17 1 6

學庸 0 0 0 0 1 1 0 6 4 2 1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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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年號區分） 明代四書著作類型變化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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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四書大全》編纂之前，永樂二年（1404）饒州朱季友進書謗毀程、朱之學，不但

旋即被黜，成祖更下令焚燬其所著文字。30在此氛圍之下，《四書大全》乃是在皇權威儀

之下以道統名目進行的學術整合工作，儒者所思考為程、朱學術有用於世，有益於德的價

值。明初理學開山兩大儒薛瑄抗顏不屈、吳與弼高蹈不仕，人品極為高潔，文集、詩作當

中，屢屢可見以四書為立身之則，以朱學為立教之本，躬行實踐的訴求，卻未有四書專門

著作，薛瑄《讀書錄》云：「《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

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

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31吳與弼《康齋先生日錄》云：「枕上

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

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

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

益有意味也。」32強調躬行實踐，頗能反映此一時期普遍想法，一道德，同風俗，四書成

為政教立身原則，立身處世以四書義理為依歸，理學精神落實於個人行事與政令之間。明

初四書義理援道統為治統之用，前人往往批評流於形式化、功利化，然而檢覈此時學者不

僅學養豐厚，對於學術教育深有貢獻，卻是無庸置疑之事。33 

三、義理與文本 

成祖標舉皇權，儒學從實務思考，然而成化之後，四書撰作風氣頓開，數目突然增多，

萬曆一朝達到高峰，反映明代中晚期陽明學既起，對於四書撰作風氣確有影響。另外，晚

明思想紛雜，也反映在四書撰作數量的變化，剔除不同年號時間長短因素，從四書著作撰

者活動時間分析，可以有更精確的觀察： 

                                                        
30  參見明・楊士奇等：《明太宗實錄》，《明實錄》第 10 冊，卷 33，頁 581。 
31  明・薛瑄：《讀書錄》（京都：中文出版之社，1977 年），頁 34。本書乃躬行實踐之記錄，然而頗具

趣味是其中載錄夜夢聖賢的事情，云：「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

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于壁。」頁 40。可以證明儒學濡潤於身，日之所行，

夜有所夢。 
32  明・吳與弼：《康齋先生日錄》（京都：中文出版之社，1977 年），頁 37。於卷首載「夢孔子、文王

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為詳。」又「夢侍

晦庵先生側，先生顏色謁然而禮甚恭，肅焉起敬起仰也。」頁 3。學聖人成為學者心之所向的目標，

夢見先聖先賢的情形，一如薛瑄。 
33  鍾彩鈞：《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 年），「前言」，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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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年代 作者人數 四書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學庸 

1400 前 24 12 3 3 8 6 4 

1401-1410 5 2 0 0 2 1 0 

1411-1420 3 3 0 0 0 0 0 

1421-1430 4 4 0 0 0 1 0 

1431-1440 3 0 0 0 1 0 1 

1441-1450 5 3 0 1 1 0 1 

1451-1460 4 2 1 0 0 1 0 

1461-1470 2 0 0 1 2 0 0 

1471-1480 3 3 0 0 0 0 0 

1481-1490 9 3 0 0 2 1 2 

1491-1500 12 3 2 1 4 2 3 

1501-1510 20 7 0 0 10 6 1 

1511-1520 20 9 1 1 7 5 2 

1521-1530 18 6 4 2 8 4 1 

1531-1540 12 5 2 2 5 4 1 

1541-1550 29 18 1 5 12 4 2 

1551-1560 19 9 10 4 6 1 1 

1561-1570 20 16 2 1 4 2 0 

1571-1580 16 12 0 0 4 0 1 

1581-1590 20 10 2 0 9 4 2 

1591-1600 19 16 0 0 4 2 2 

1601-1610 22 20 1 1 2 1 1 

1611-1620 28 21 5 1 4 2 1 

1621-1630 31 25 0 1 4 0 0 

1631-1644 38 25 1 1 3 8 0 
總計 386 234 35 25 102 5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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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整理表收錄的範圍，作者以明代人（1368－1644）為主，著作類型以《四書》為範圍，

以十年為一間隔進行統計。 

2.作者生年不詳者，以及著作撰成時間無法確定者，並未收錄在此表格範圍內。 
3.諸多作者僅言其朝代，而不詳其確切時間者，則平均歸入年號所屬時間內。 
 

統計表 2-1  明代四書作者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二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以生卒時間可以判斷 386 位作者，十年為分析單位，從 1400-1644 平均數為 15.44，

洪武承元儒治四書學之風，撰作仍盛，其後有明顯改變，弘治十四年（1501）以後，多數

在平均數以上，至於呈現撰者人數高峰，分別為 1501-1520、1541-1550，以及 1631-1644

等三個階段，分別為弘治、正德間，以及嘉靖、崇禎等三個階段。相較而言，神宗在位時

間頗長，以年號統計，數量最多，但以平均而言，未必如此，反而其後數目逐步攀升，明

朝滅亡之前達到高峰，可見彼此激盪，在明末形成一股風潮，產生龐大的出版數量。雖然

作者生平與撰作時間存有落差，但取其約數，似乎據此可以分出明初太祖、惠帝、成祖、

仁宗、宣宗、英宗、景帝為政教統治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為義理辨析時

期；神宗、光宗、熹宗、思宗為多元開展時期等三階段，進一步統計撰作類型，也有相同

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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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表 2-2 明代四書著作數量統計表（以十年為間隔） 

說明：本統計表乃依照表二的統計數量進行整理。 

 

整體而言，四書整體的著作，遠高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分別撰作，

反映明人普遍接受朱熹四書一體的概念，唯有弘治、正德間，《大學》撰作數量高於四書，

《大學》關乎儒學工夫與架構，乃是儒學核心要旨，34加上改本、古本爭議問題，義理與

文本之間，成為此一時期頗為特殊現象。 

事實上，明英宗於奪門之變，改元天順，國家皇權不定之時，有賴儒者護持，士大夫

更具自信，此後憲宗即位，初以寬仁待人，雖然中年後好方術，寵溺後宮，但仍然提供儒

者更大思想空間。35尤其科舉、學校推展之下，四書既已普及，義理如何深化，分析如何

                                                        
3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卷 14 載「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某

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頁 249。 
35  明・周洪謨：《辨疑錄》，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 年），〈自序〉

云：「寧為朱子忠臣，無為朱子佞臣。」頁 645。於成化十五年上疏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

書外為學者所習，不允所請。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6 年），

卷 25 載「成化二十五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

頁 633-634。雖然皆未獲允，然而風氣已有不同，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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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臻於密，成為學者思考重點，36儒者從政教而及於心性事理反省，更加突顯個人對於經

典的見解，蔡清《四書蒙引》草稿於成化十六年（1480）赴會試時遺失，三年後於家中復

得，云：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求於經者淺矣。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

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

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閒以其所窺者，語諸

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為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

備切磋。37 

 

期待於時文中超拔而出，成為學術新訴求，適足以得見明儒於《四書大全》影響下辨析義

理成果。以「仁義禮智四字之義」一條為例，朱熹於仁言「心之德，愛之理」，解義為「心

之制，事之宜」，至於「禮」、「智」則說法尚未統一，蔡氏分析後人說法，最後以朱熹說

法「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

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於《大全》中最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38作為最終

說法，從《四書大全》而出，最終回歸於朱熹說法以求義理一致，可見其思考方向，無怪

乎《四庫全書總目》抨擊明代講章之學，對《四書蒙引》卻是頗為稱賞，39雖是從時文而

出，但卻能分析義理，切身體證，期以闡發朱熹要義，蔡清《四書蒙引》最重要意義乃是

從科舉需求當中，重新證成朱熹四書義理內涵，40此於刁包言「《大全》而後，惟蔡文莊

《蒙引》專以發明朱注為主。注者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也。」41陸元輔言「說

                                                        
36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 年），卷 16「試文格

式」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

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

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

『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

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

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此。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頁 739。科舉影響日深，格式愈密，成化

之後，應舉更為複雜。 
37  明・蔡清：《四書蒙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四

書蒙引原序〉，頁 2。 
38  明・蔡清：《四書蒙引》，卷 1「仁義禮智四字之義」，頁 8。  
39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36「《四書蒙引》15 卷《別

錄》1 卷」提要，頁 743。 
40  王素琴：《蔡清及其《四書蒙引》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

頁 181。 
41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56 引刁包之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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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也。」42明儒從政教訴求當中，進而及於義理辨證，正是

學者逐步轉向自身極為重要的嘗試，思索朱熹言之未及，梳理義理衝突之處，成為成化以

下，儒者思考的大方向，王守仁於孝宗弘治五年（1492）取竹格之，弘治十一年（1498）

思索「物理與吾心終若判為二也」，43也反映此一思潮，自由多元詮釋風氣觸發四書撰作

內在理路，顧炎武《日知錄》云： 

 

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

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間。44 

 

言其風氣來自王守仁，王守仁於正德三年（1508）悟格物致知，收召學生，心學成為明代

學術核心，45然而回歸於經典詮釋，前此已有多元發展趨勢，從切已而思，變成調整朱熹

說法，趨異好奇漸成風潮。46例如王守仁撰《朱子晚年定論》之外，也包括武宗正德十三

年（1518）刊刻《大學古本》，47挑戰朱熹格物的《大學章句》改本架構。48陽明心學不僅

動搖官方朱學權威，也刺激明代學人對於儒學義理進一步思考，士人之間書信往來不斷，

《大學》文本之爭成為明中葉四書新興議題。朱熹分出經一傳十，自作「格致」補傳，調

整經文結構與核心要義，從而確立儒學規模與工夫所在，只是刪改、增補、移易改動幅度

                                                        
42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56 引陸元輔之言，頁 6。 
43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223-1224。 
44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頁 829。 
45  有關陽明學之學，前人論之多矣，參見蔡仁厚：《王陽明哲學》（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楊國

榮：《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年）。陳來：《陳

來講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直言「他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被教條化的程朱理

學的束縛，開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頁 145。頗能切中心學對於傳統的突破，王守仁雖然取用古

本，但其意義更在於重構思想典範。 
46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28〈楚中王門學案〉載「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

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

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為對，主司奇而錄之。」頁 635。趨異好奇之念，影響

到科舉考官，學術風氣之變，由此可見。 
47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 32〈大學古本序〉，《陽明全書》所載〈大學古

文序〉係嘉靖二年改作，編者從羅欽順《困知記》迻錄原稿，相較之下，文字稍有不同，以上引文

字原稿少了「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以及下文「與妄」一句。對於「致知」的強

調，可以了解陽明心學從「意」往「知」之發展。頁 1197。 
48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頁 60-67。劉勇：〈中晚明時期的講學宗旨、《大學》文本與理學學說建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 80 本第 3 分（2009 年 9 月），頁 4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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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大，49王守仁標舉古本，復其原本，藉此建構義理論述，成為陽明心學重要內涵，檢覈

《大學古本旁釋》，僅是針對「明明德」、「修身」、「誠意」等重點說明，已經無所謂文章

結構思考，從文字間闡釋意義，回歸個人體證，重點是「說歸身上」。50文本復其古，義

理歸之己，成為王守仁重要學術方向，也反映弘治、正德之間思潮，朱熹「格物」主張，

陽明「誠意」之教，理學、心學之異，由此分出。心學「良知」之教，直下承擔，直造聖

域，成為陽明心學宗旨。51然而相對於此，也觸發不同的思考，湛若水強調隨處理認天理，

有意化解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鴻溝，〈答陽明論格物〉直指陽明「格物」說有四

不敢信，而體認天理說法則有五者可采，雖說所依是程、朱義理內涵，但文本卻是《古本

大學》，52湛若水撰《古大學測》云： 

 

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為格致也，教之力也，身之也，非

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53 

 

以「修身」解「格致」，乃是引導學者回歸儒學主軸，重新喚起修身的期待，湛氏與王守

仁往復討論，云： 

 

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

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54 

格者，至也，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

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皆所以造道也。讀書、親師友、應酬、隨時隨處，皆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

                                                        
49  參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61。程元敏：〈大

學改本述評〉，《孔孟學報》第 23 期（1972 年 4 月），頁 135-168。 
50  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 32《大學古本傍釋》，頁 1192-1197。 
51  明・錢德洪錄《大學問》於後云：「《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

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

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

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編校：《王陽明全集》（下），卷 26
〈大學問〉，頁 973。 

52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 7〈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頁 24b-28a，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5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據山西

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影印），頁 571-573。 
53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 17〈古大學測序〉，頁 690。 
54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 7〈答陽明〉，頁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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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源、

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55 

 

湛氏質疑王守仁的說法，所謂「支離」並非遺內逐外，向內而遺外同樣也是支離，本體與

工夫如果無法通貫，內、外兩歧，都屬於支離，此乃極為深刻的反省。陽明心學以心為本

體，而湛氏更加留意工夫，主張體物不遺，隨處體認天理，才能明體達用。湛氏對於「格」

仍採朱熹《大學章句》「至也」的說法，而相對於朱熹「物，猶事也」的解釋，56則以「物

者，天理也」強化心體於物，隨處涵養的意義。王守仁、湛若水同屬心學大家，義理分判，

洞極奧義，但進路有所不同，陽明標舉良知之教，直截明快；湛氏重視體認工夫，強調進

程，觀點各有不同。湛氏嘉靖七年（1528）撰成《聖學格物通》，併致知於格物，以格物

統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仿《大學衍義》體例，以為講習之助，標

舉「格物」宗旨立場極為鮮明，主張與王守仁迥然有異。57 

王守仁以《古本大學》、拈宗旨、興講學宣揚新說，催生學派，在士人群體當中，影

響許多新科進士，包括湛若水、方獻夫、魏校、張邦奇等人，延伸而出，明中葉學人紛紛

參與《大學》文本與詮釋討論。58甚至歸屬於程、朱學者的呂柟撰《四書因問》，對於《大

學》首先提問即是「《大學》舊本云何？」59可見《古本大學》對於當時學術所造成的影

響。然而必須說明《古本大學》宗旨其是隨講學而調整，擺脫朱熹《大學章句》架構，明

儒有更大的思考空間，卻也有更多的分歧。《古本大學》刊布四十多年後，另有以偽仿「真」

的作品面世，豐坊偽《石經大學》於嘉靖末年開始流傳，王文祿言其來源是「南禺豐公游

海上，口授《大學》曰：家藏曹魏正始三體石經如是，遂謹錄成。」60既是親聞其傳，豐

坊似乎並未刻意隱藏，原本支持《古本大學》的鄭曉，轉而支持《石經大學》，成為傳布

                                                        
55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 7〈答陽明〉，頁 568-569。 
56  宋・朱熹：《大學章句》，出自《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頁 4。 
57  明・湛若水：〈聖學格物通大序〉云：「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

自物格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聖學格物通》（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5 年）頁 81。 
58  劉勇：〈王陽明《大學古本》的當代競爭者：湛若水與方獻夫之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0

期（2015 年 1 月），頁 160-161。 
59  明・呂柟：《四書因問》，收入明・呂柟：《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年），卷 1，頁 291。至於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則云：「其有以『正』訓『格』，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似矣，獨不可以言正心矣乎？又有少變其說，以去私欲為格，似矣，獨不可以言誠意矣乎？……今

之學者乃疑其先後為支離，遂於格物上強生一意見，欲便了此下面數事，則當時聖人只說格物、致

知便了，又何必言誠意、正心、修身也？夫格物，固非外意、心、身而有物可格、知可致。」頁 298。 
60  明・王文祿：〈大學古本問〉，《大學彙函》（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年，《中國

子學名著集成》本），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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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推手，偽《石經大學》觸及朱熹、陽明爭議不休的學術議題，成為儒者關注的焦點，

更加滿足造偽炫耀的心態，以石經為名目，擺脫經、傳之分，補強陽明心學詮釋罅隙，既

是出於偽作，擺脫原文牽絆，也就有更大的詮釋空間，61王文祿直言「鄭淡泉《古言》出

與南禺言合，迺信而梓傳」62，名人背書，偽《石經大學》逐漸聞名於公卿之間，一時之

間，取得普遍尊信，然而考據辨偽亦因茲而起。63思索程、朱之學能否安身立命，進而觸

發儒學義理與《大學》文本爭議，前人往往留意理學、心學、氣學之間義理的移轉，但回

歸於文本檢視，儒者從朱學系統中解放而出，重點反而是在《大學》原本語脈求取周延完

整的詮釋，理學、心學、考據辨偽學各據文本，也相互批判，明孝宗晚年之後、武宗、世

宗繼立，朝堂頗為混亂，宗旨既分，《大學》改本問題促成複雜的義理思考，四書詮釋遂

有更多元的發展。 

四、科舉與講章 

明代以《四書大全》確立詮釋方向，四書與科舉結合，士人以四書成學乃是無庸置疑

之事，義理往往也在舉業下思考，林希元於嘉靖六年（1527）撰〈重刊四書蒙引敘〉云：

「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亭是翼也，間其蔓詞賾義，若近於繁瑣，然皆非有馳於外，

固反約者之所不廢也。夫苟由此以入道，則自博而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軋於聖人。

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64嘉靖重刊乃是強

調《四書蒙引》具有幫助科舉的效果，舉業既是士人無可逃避功課，唯有確立學術基礎，

才能確保應試不會只剽竊陳言，毫無所見，因此申明學術為體，科舉為用的觀點。嘉靖、

萬曆間四書著作數量遽增，往往觸及科舉的檢討，風氣之漸，也與晚明書商活動有關，此

於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云： 

 

                                                        
61  清・毛奇齡：《大學證文》（嘉慶元年刊《毛西河先生全集》本，清），卷 2，言其原委，細加推敲，

流傳過程是先有楷書抄本，然後才有篆隸之刻的流傳，顯然偽作也是逐步建構完成。頁 4。 
62  明・王文祿：〈大學石經古本序引〉，《大學彙函》，頁 257。 
63  明・管志道於萬曆十七年（1589）作〈表彰石經大學序〉，《管子惕若齋集》中冊（臺北：國家圖書

館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序刊本），卷 3，頁 3-6。參考陳逢源：〈偽「古」仿「真」—
豐坊偽《石經大學》之義理脈絡考察〉，《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2011 年），頁 237-258。 
64  明・林希元：〈重刊四書蒙引敘〉，明・蔡清：《四書蒙引》（日本寬永十三年（1636）刊本，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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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鐙窗下課數十

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州中

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慫恿其

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

實之一驗也。65 

 

薛應旂號方山，嘉靖十四年（1535）中進士，尚須有人鼓吹試卷印行，張居正之子張

懋修為萬曆八年（1580）會元，書稿尚與門人同刻，可見過往科舉出版風氣不盛，然

於萬曆之後坊刻活躍，市場機制蓬勃發展，既是當時實錄，也符合四書著作統計萬曆

以後數量增多的結果，商業活動逐漸主導四書詮釋發展 66，檢視其中，有標示價錢，67

也有標舉特點，68用意在於商業行銷。 

（一）宗朱一系 

其中有宗朱之作，如蔡清《四書蒙引》、林希元《四書存疑》、陳琛《四書淺說》等一

系，成為當時期許回歸朱學的重要著作，彭時濟〈四書存疑原序〉云： 

 

嘉靖二年上命簡次崖林先生督學嶺南，以先生篤實之資，純正之學，明達通敏之才，

足以範圍多士也。先生毅然受命往至嶺南視學政。懼諸生學不近理，文或浮誕，有

辜聖諭正文體之意。乃取蔡虛齋批點四書程文梓之，遍授學者，以己所較正虛齋《四

書易經蒙引》，惓惓然教人玩味。蓋虛齋有得於理學，先生與虛齋同一源流也。……

此書惟以發明義理為主，或取數家說而折衷之，或《蒙引》所未盡為之足其意者，

或因其引用之未審，出所見以酌其是非者，又或有因當時致疑於註，精思辯論以求

                                                        
65  明・李詡撰：《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8「時藝坊刻」，頁 334。 
66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

頁 27-28。書坊、讀者、編者各具角色，四書撰作遂有不同以往的流通型態，坊刻一方面反映廣大

市場的存在，也刺激因應時勢風尚多元的變化。 
67  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明・王宇撰：《四書也足園初告》（明萬曆金陵書坊葉均宇刊本）扉頁鈐印有

「每部定價紋銀伍錢」。據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1 期（1996
年 6 月）藝術類為紋銀五錢到八錢左右，頁 110-111。科舉用書價位顯然較為單純。 

68  明・艾南英所撰之《艾千子先生手著四書發慧捷解》（明刊本）於書標明「一集房窗新破、一集字義

訓詁、一集名公口講、一集翰苑祕旨」，表示是最新最齊的攻略，用以刺激購買，見國家圖書館藏本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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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亦不害其為宗朱子也，不似諸家講義，徒工文詞，聳人視聽而已，名之曰「存

疑」，謙詞也。69 

 

彭氏交代其中緣起，林希元以蔡清《蒙引》為傳授材料，撰成《四書存疑》，從教諭工作

延伸而出，引導諸生回歸於義理，雖然是講章之書，卻不以文詞為主，而是回歸宗朱立場，

原因乃是明代行科舉既久，功利之下，風氣日頹，救正學風成為學者普遍看法。此一觀察

也見於唐光夔撰〈四書淺說敘〉云： 

 

經術愈晦，邪說愈橫，譬北轅而南轍，覆盆而測日，其於至教奚當也。況我明取士，

以明經學古，敦崇聖道為先，即以當古賢良方正、茂才孝廉諸科，而於四子之書，

則代有先賢發明，使學者知所佩服而遵守焉。若其束髮詮解，遺理存異，尋虛逐微，

敗其腸胃，以至風雲月露之形，狂躁險薄之氣，漸染文字，生心害政，誠不知稅駕

何所，患曷可勝言哉！因思禍之生也有自，則其救之也有方，繙蠧笥中有紫峰陳先

生《四書淺說》，伏而誦之，簡捷明快，詳而不病乎瑣：正而不鄰於庸，使聖賢生

面呼之，躍躍欲出，較之林次崖先生之《存疑》，蔡虛齋先生之《蒙引》，大指略同，

而顯易尤過之，際此詖淫未盡消除之日，不啻適海之斗極，覓音之廣陵，人心世道，

大有裨焉。70 

 

明代力求學術與治道合一，然而流弊所在，卻是漸失其本，產生狂躁險薄情況，唐氏將其

歸之於學人「遺理存異」、「尋虛逐微」心態所造成的影響，趨奇好異的結果是世風日下，

因此復其根本，回歸於義理，以「顯易」為訴求的四書詮釋也就因應而生，蔡清《四書蒙

引》、林希元《四書存疑》、陳琛《四書淺說》等三部著作，為晚明學人復其原本的重要指

標，方文於崇禎八年（1635）撰〈重訂四書存疑序〉云： 

 

弘正間蔡虛齋先生清作《四書蒙引》，考《集註》之本末，析《大全》之同異，博

學而詳說，可謂善教人矣。其後林次崖先生希元作《存疑》，陳紫峰先生琛作《淺

說》，又推原《蒙引》之指，擴而充之，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故其書與《蒙引》

並傳於世，世之學者，苟從事於《學》、《庸》、《語》、《孟》以求明聖賢之道，未有

                                                        
69  明・彭時濟：〈四書存疑原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日本承應三年（1654）刊本，清），彭序

1-3。 
70  明・唐光夔：〈四書淺說敘〉，明・陳琛：《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明崇禎十年刊本，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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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家習而戶誦焉。迨夫世衰道微，異端紛起，人或厭程朱，詆道學，師心好異，三

先生之教，乃有所不行。……六經之道，莫備于四書，四書之理，莫精於朱註，《蒙

引》則朱註之孝子，《存疑》則《蒙引》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

集其成也。今後生小子輩知《蒙引》、《存疑》而不知有《淺說》，即讀《蒙引》而

未讀《存疑》，豈非時變使然乎！盍先梓《存疑》全書，以繼《蒙引》之後，更合

編三先生書以明立言之序，則亦吾徒表章先進之微績耳。71 

 

方氏認為《四書蒙引》、《四書存疑》、《四書淺說》建立儒學準則，救治衰微世道，乃入道

的關鍵，因此期待後續三書的合編工作，從功令導引士人，從講章改變學風，乃是晚明逐

漸形成的主張。范景文撰〈重訂四書存疑序〉言「昔者舉業理學出於一，今者舉業理學出

於二，以故天下能文士摭華落實，不復遵先正之塗轍」，並且引方大鉉之言「本朝理學之

盛，如薛大理、蔡祭酒諸人，直可與四科同列，若姚江、龍谿之徒，其說雖精，終景響爾。」72

學術已變，舉業又衰，多元思維之中，明代儒學之訴求，遂有更深的反省。萬曆六年（1578）

史朝宜撰〈葵峰黃先生四書紀聞序〉云： 

 

至宋程子始尊《語》、《孟》，表《學》、《庸》，朱子為之《集註章句》，合為四書以

示人，本朝用之為科舉以取士，而付之學宮，孔、曾、思、孟之微言，至論近之切

於吾身，而遠之極於天地萬物者，七十二子或不聞，而今窮荒蔀屋三尺童子，無不

通其說，然後知朱子之功大，而本朝崇尚之意遠矣，後之羽翼者，無慮數百家，吾

閩則虛齋《蒙引》、紫峰《淺說》行，而學者用其說，往往甲天下而名當代，葵峰

先生由二先生之學以遡濂洛淵源，……今之世高者率祖玄虛，其下則漂溺蕪蔓，二

者相勝而不已，則是編烏可不傳。73 

 

推崇開國之初科舉設計用意，強調明儒立教的初衷，光大程朱理學，賡續儒家傳統，史氏

深有喚起明儒自覺的情懷，蔡清、陳琛、黃光昇同為福建晉江人，文風所及，科舉之盛，

名冠當代，因此從地域關係強化鄉里情懷，回歸於朱學原本，74建構明儒四書詮釋系譜，

                                                        
71  明・方文：〈重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方序頁 1-7。 
72  明・范景文：〈重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四書存疑》，范序頁 3、范頁 1。 
73  明・史朝宜：〈葵峰黃先生四書紀聞序〉，明・黃光昇：《四書紀聞》（明萬曆六年（1578）刊本，明），

序頁 5-7。 
74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17「北卷」就感嘆北方文學不及南方，言「蔡虛齋、

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頁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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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晚明之世反省世風，救治虛華不實的良藥。一方面對於心學空虛之弊，已有觀察；另

一方面也有救正王學之弊的作用。多元競起的四書詮釋，已非切己而發，而是指引科舉有

效閱讀，甚至是導正學風。檢視講章之作，尊朱仍是主流，包括管大勳《四書三說》、黃

光昇《四書紀聞》、丘橓《四書摘訓》，王守誠《四書翼傳三義》、賈如式《新刊四書兩家

粹意》、鄒泉《四書折衷》、盧一誠《四書便蒙講述》、張明弼《四書尊注講意》、徐養元《四

書集說》、白翔《四書群言折衷》、吳當《合參四書蒙引存疑定解》等，可為代表；其後標

以朱學為宗，如陸可教、葉向高輯《四書諸說品節》、黃景星《黃進士槐芝堂四書解》，進

而採錄更多明儒意見，如許獬《四書闡旨合喙鳴》、張振淵《四書說統》、王榆《四書就正》、

鄧林《四書補注備旨》、黃道周編《四書瑯玕》、顧夢麟《四書說約》等，以匯整方式建立

四書詮釋主脈，期以挽回學術風氣。 

宗朱之餘，也有提供考據成果作為參考之用，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陳禹謨《經

籍異同》、《重訂四書名物備考》、戴文仲《四書考》、馮來遠《四書最勝藏》、楊文奎《經

傳事文實錄》、鍾惺《詮次四書翼考》、王夢簡《四書徵》、徐邦佐《四書經學考》、《四書

圖要》、陳仁錫《四書備考》、陳鵬霄《續四書經學考》、徐孚遠《四書備考定本》、吳繼仕

《四書引經節解圖考》、託名張溥《四書人物名物經文合考》、《四書考備》、陳琯《四書人

物文鑑》、陳士元《論語類考》等，以及託名蔡清的《四書圖史合考》，75皆是補充朱熹注

解內容，協助學人了解名物訓詁，清代乾嘉學風可以溯自明代，76晚明科舉講章當中似乎

也存在一條考據學發展的線索。77 

（二）心學一系 

陽明良知之教傳播漸廣，正德以下，門人弟子各有發展，影響之下，新的詮釋反而是

學人關注所在，顧炎武《日知錄》引艾南英說法，心學原本僅是師友講論，未嘗入於科舉，

直到有人援以弋取功名，破壞規矩，雖說姑隱其名，但顧氏於下注云：「萬曆丁丑（1577）

科楊起元」，78明指其過，以示罪責，79徐階為華亭人氏，李春芳為興化人氏，分別為嘉靖、

隆慶內閣首輔，兩人皆與王守仁門人友好，心學影響從科舉擴及朝堂，其勢之漸，學風一

                                                        
75  王昕：《《四庫提要》竟陵派條目辨證》（哈爾濱： 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 年），

言其出於書坊偽託。 
76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12。 
77  周啟榮：〈從坊刻「四書」講章論明末考證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

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頁 62-66。 
78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18〈舉業〉，頁 821-822。 
79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18〈舉業〉，頁 8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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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顧炎武雖然批判頗為激烈，但也反映陽明心學已具聲勢，既是明代儒學精彩所在，也

鼓舞四書創新詮釋觀點，科舉分出舊說新說，對學人而言，頗為困擾，然而良知之教，提

供更開放的態度，對於經旨與義理的重新理解，遂有不同的詮釋方向，許孚遠〈大學序〉

云： 

 

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矣！朱文公先生謂即物而窮其理，王文成先生謂於事

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王心齋子謂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孚遠蓋

三十年往來參究於此而未明，自己丑庚寅謫居山廬，旋罹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

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迺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為

深切著明，拔本塞原之道也。及考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扞禦外物之說，而程子《遺書》

亦云「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又云：「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

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楊慈湖先生云：

「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蓋吾兄本無物，忽有物

焉，格去之可也。」本朝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要於格物致知。」

則格物之義，亦可謂昭然有證矣。80 

 

歷經生死磨難，情節一如龍場之悟，朱熹即物窮理說，王守仁格不正以歸正的說法，以及

王艮知身之為本，家國天下為末的「淮南格物」說，81三者乃是晚明影響最巨的說法，許

氏分析得失，證明心體本有，物欲習染，才陷於惡，所謂格物乃是格去物欲，以求心體澄

明，因此大倡良知之教。許氏出身於甘泉學派，強調性善與修證，主張與無善無惡直究本

體者仍有不同，成為此一時期重要著作，同屬於心學一系包括：楊起元《四書眼評》、82周

汝登《四書宗旨》、鄒元標《仁文講義》等，對於心體善惡有無的見解仍有分歧，83然而

                                                        
80  明・許孚遠：〈大學述序〉，《大學述》（明萬曆刊本，明），頁 2-3。 
81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臺北：廣文書局，1987 年），卷 3 云：「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繼之曰『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不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頁 1。「格」有量度之意，此說既出，影響頗廣，即

為「淮南格物說」。 
82  有關《四書評》、《四書眼》問題，題為明・李贄撰的《四書評》，有可能是出於葉晝的偽作，而明・

楊起元《四書眼》也常被當成李贄作品，尤其後來有《四書評》、《四書眼》合纂作品，參見日・佐

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中「《四書評》的歷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14 年），頁 242-245。 
83  明・許孚遠與明・周汝登對於陽明心學「天泉證道」立場不同，曾有「九諦」、「九解」之辯，始末

詳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36〈泰州學案五〉，頁 85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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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陽明為宗，強調本心為證，建立心體詮釋宗旨，立場頗為一致。朱長春《新刻朱太復玄

栖山中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於凡例云： 

 

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也，二十篇中朱子所論學者大約主此。今時則本心上論學，

蓋自心本自惺惺亹亹，時時提醒此心，使之常明、常惺，是為時習，非不效先覺，

考古訊而後為學也，請以聖人所論學者，歷舉而證之，夫子論己之好學，曰「必有

忠信」，蓋忠信者，人之真心，舍忠信外別無學問，無一毫間斷，常存此忠信之心，

便是好學。又曰「學則不固」，主忠信，君子之學，不從外得，忠信元是吾心本體，

存此本體，不為客感所搖，是之謂「主」，此是學之固，此是有本的學問。84 

 

重新檢證四書義理內容，從舊訓當中，建構心學體系，細究其中，越過「心統性情」框架，

乃是從朱熹注解當中解脫而出，重構新的詮釋樣態，過往在朱學身影籠罩下的不同說法，

被賦予全新認識，心體澄朗的訴求，方法更為直接，成德更具自信。 

（三）會同一系 

四書詮釋脫離傳統規範，詮釋更具彈性，心學與新解也逐漸模糊界線，於是有合會心

學、理學之作，如徐奮鵬《古今道脉》、王榆《四書就正》、錢大復《四書會解新意》、《四

書證義筆記合編》、葛寅亮《四書湖南講》、姚光祚《四書吾學望洋編》、鹿善繼《四書說

約》、馮世奇《四書紀》、張嵩《四書說乘》、汪漸磐《四書宗印》、沈幾《四書體義》、余

應科《四書千百年眼》、朱苞《讀書些子會心》、周文德《四明居刪補四書聖賢心訣》等；

甚或有融合佛、老，如徐爌《四書初問》、蕅益智旭《四書蕅益解》、姚文蔚《四書聞》、

陸鴻漸《空山擊碎》、項煜《四書六便講意一貫大成》、楊廷麟撰、朱長祚補《四書慧解》、

周宗建《論語商》等，更強調從心而悟的進路。陽明心學既是明代最重要的思潮，鬆動朱

學權威之後，觸發晚明多元發展，提供更為彈性自由詮釋空間，李贄《四書評》結合心學

體會與文學分析，85施以評點手法，進行創造性的詮釋，既具創意，也更離經叛道，出版

                                                        
84  明・朱長春：《新刻朱太復玄栖山中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明），〈凡例〉，

頁 7-8。 
85  鄧克銘：〈李卓吾四書評解之特色：以「無物」、「無己」為中心〉，《文與哲》第 13 期（2008 年 12

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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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複雜，以及結合補筆情形，讓人產生混淆，86但對於傳統說法充滿挑戰，確實衝擊晚

明科舉，產生更為複雜的風教討論，萬曆三十年（1602）張問達、馮琦接連上言，糾舉李

贄惑世誣民之罪，要求重新檢討科舉風氣，嚴格處理坊刻標新立異問題，言「一切新說曲

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稟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

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87援取佛、老說法，

成為朝廷最後底線，因此大加申斥，懲罰極為嚴厲，然而人情趨新好奇，已難抑遏。 

事實上，此類新解多且複雜，覈以所知晚明四書著作，多元的嘗試，新舊之間觸發因

革變化的觀察，張蔚然〈四書說統序〉對於講章有五變二派之說，云：  

 

四書之有說，莫備于明，顧有五變焉。虛齋《蒙引》直宗洛閩而羽之，次崖《存疑》、

紫峰《淺說》之屬，此一變也。姚江即無顓著，然建鼓為招，與考亭左，而二溪因

師說，彌益浸淫，此又一變也。毗陵《拙講》，未離《蒙引》者近是，而嗣後株守

藩籬，漸淪詁臼冣陋，如《達說》、《折衷》之屬，此又一變也。厭庸喜異，跳而越

焉，初溷以諸子雜家，究入於禪玄詭說，匪特弋矛洛閩，且幾弁髦洙、泗，如《理

解》、《蠡編》之屬，甚至《刪正》、《說書》，蠱眯一世而悖極矣，此又一變也。神

宗誅亵崇正，士非習二帝所頒訓者，曰失彀世廩之受，今矣而亦多焉陽尊朱，陰竄

異，滑稽離奇，如呂嬴共宗，牛馬同系，此又一變也。蓋變凡五而派惟二，為晉江

派者，其說以中以正，其人履繩蹈準，精可入性命，粗亦可遵規矩，而其流也有腐

拘而無離邪；為姚江派者，其說亦圓亦奇，其人尚慧習機，駸駸乎廢脩譚悟，棄古

師心，將以空為室，覺為堂，一切無礙為戶，而流之弊不可言矣。88 

 

說法一如清儒《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經學六變，學歸漢、宋的觀點，89張氏分析頗

為精到，晉江派、姚江派，就是理學╱心學；宗朱╱宗王不同立場，只是言其出版形

態，時序較為模糊，《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中《朱子聖學考略》提要云：「洎乎明

代，宏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爭詬；隆慶以後，則陸竟

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則仍申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90言其

                                                        
86  日・佐野公治撰，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視之為偽，卻也認為是晚明極具創意、極具

影響的作品，於後補記清・張岱《四書遇》將《四書評》視為李贄自作情形，更能反映明人普遍的

看法。頁 239-260。 
87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18〈科場禁約〉，頁 824-825。 
88  明・張蔚然：〈四書說統序〉，明・張振淵《四書說統》（明天啟三年石鏡山房刊本，明），頁序 3-5。 
89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經部總序〉，頁 1。 
90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97〈子部・儒家類存目・朱子聖學考略〉，頁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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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變化，正德一變，隆慶又變，朱學陸學互有升降。所謂陸學其實是王學，新舊勢力改

換，也牽涉庶民的商業活動，趨新與保守兩種方向，加上坊刻推波助瀾，嘉靖以後在科舉

誘因與書坊逐利情況下，變化更為激烈，出版更雜更多，諸多創新說法，既多元又分歧，

甚至乖離儒家核心價值。然而紛雜之餘，檢覈不同發展階段，始終反映明儒以四書建立一

代學術主體的企圖心，丘兆麟〈序百方家問答首〉云：「比較宋儒，我明諸方家彬彬然，

超而上之矣。」91標榜明儒學術成就，乃是講章當中經常出現的說法，也是貫串不同立場、

不同階段的共同思考，晚明講章雖然紛雜，也充滿商業操作手法，偽託、重刊、合刊等，

但形塑明儒學術主體意識更為強烈，乃是無庸諱言之事。比較黃宗羲《明儒學案》前後序

文，從〈原序〉云：「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

誰立廟堂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為一鬨之市，可

哀也夫！」92批判晚明講章紛雜，深有感慨，最終改為「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

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

而一變。二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93強調明儒

心學精微之處，從批判儒入於釋，學林如鬧市；到辨析精微，足以分判佛、老，黃宗羲標

舉講學意義，建構心學價值，乃是反省晚明思想競逐情態的結果。然而仔細推敲，紛亂起

於心學新解的衝擊，也而是當時人普遍的看法。科舉誘因之下，晚明四書講章紛然而起，

宗朱、宗王兩派激盪發展，明儒恐怕更自豪於四書詮釋推展的多元，以及延伸而出對於聖

人之言多層面的體會。 

五、結論 

艾爾曼（Benjamin Elman）檢討中國晚期帝制，認為「帝制中國、士紳社會和新儒家

文化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其軸心就是科舉考試這一『教育陀螺』」，94明代科舉考試關鍵在

於四書，這一個教育陀螺正是在四書詮釋當中旋轉而出，宋元之際，四書雖列為科考，但

                                                        
91  明・丘兆麟：〈序百方家問答首〉，明・郭偉：《皇明百方家問答》（明李氏聚奎樓刊本，明），頁序

4-6。 
92  清・黃宗羲：〈黃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學案》，頁 9。 
93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明儒學案》，頁 7。 
94  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撰，劉曉藝譯：〈科舉考試與帝制中國晚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

收入美・伊沛霞、姚平、張聰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2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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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尚淺，明代才是朱學真正成為正典的時代，清人對此有深入的觀察，錢陸燦〈天蓋樓

四書語錄序〉云： 

 

自朱子之書出，然後人知四子之經，冠於諸經之上，而為聖賢語論之樞機，道德之

橐籥焉。然余考《宋史．藝文志》，當是時，非亶《學》、《庸》未有是正，即《論

語》、《孟子》，尚依班固例，序為「語類」，而與朱子之書未合為一。以頒於學宮，

行於天下，蓋又莫盛於勝國洪武取士之制藝，與永樂刊序之《大全》焉。自《大全》

之書出，夫然後學者欲治各經，先治四子之經；欲治四子之經，先發明四子之理於

八股。蒙以養正，習與性成，義霑肌髓，言本心術。上以此求，下以此報。理之是

非，如黑白之入明鑑也；文之輕重，如鐵炭之載權衡也。材何不周、邵，俗何不成、

康，此我國家所以仍其取士之制而不廢。95 

 

對於八股文的說法，傾向於正面，迥異於後人認知，但明清四書學傳承，確實符合文獻蒐

輯的觀察，有些明儒講章其實是在順治、康熙時期刊印，可見改朝換代，但其中仍是一脈

相承，朱學為宋元明清思想主軸，乃是無庸諱言之事。至於內在隱然的發展，正是四書詮

釋的轉折與變化，明代四書詮釋反映時代與思想相互激盪情形，萬恭〈四書兩家粹意序〉

云： 

 

率天下以尊朱，以其故洪、永之際，薄海同文，士鮮邪說。當是時也，有異士而無

異習，此一變也。成、弘以來，人私其書，士私其學，穿鑿意見，渙綜指歸，繹朱

詮若理棼絲而莫知其紀，究書窾若探浩海而不得其涯。蔡清氏輩作為《蒙引》、《存

疑》書以維之，司銓者執是以黜陟乎學官；典文者執是以殿最乎多士。當是時也，

有異習而無異文，此再變也。嘉、隆以來，悖違祖制，滅裂朱書，毀棄蔡傳，涉乎

不可識知之度，而游乎無所搏執之淵，呈技則郢書而燕說之，取士則一指而十錄之，

漢董仲舒氏以為家異學、人異說，非《春秋》之所以大一統也，時則有異習而亦有

異文，此三變也。乃尊朱之義安在哉，非所以仰慰我高皇帝大一統之心也。96 

 

                                                        
95  清・錢陸燦：〈天蓋樓四書語錄序〉，清・呂留良：《四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附錄

二」，頁 1047-1048。 
96  明・萬恭：〈四書兩家粹意序〉，明・賈如式編：《新刊四書兩家粹意》（明萬曆十一年刊本，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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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異士而無異習」指出治統威勢所及，雖有異能奇才之士，但齊道德、同風俗，風

氣未改；所謂「有異習而無異文」指治統威勢逐漸消解，從政教而及於心術事理反省，個

人對於經典詮釋有更多反省與見解；所謂「有異習而亦有異文」則是風氣已開，四書著作

勃然而興，宗朱與宗王不同立場，思想相互激盪，詮釋既多元又分歧。三變說法符合明代

四書撰作情形，儒學浸潤影響，朱學為其思想核心，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訴求，朱學於帝制、

士紳、庶民之間擴散發展，帝王援以纘承道統，肆行政教合一的思想基礎；士人援以為立

身處世義理的思考，體會不同，各有詮釋；繼而及於士庶之間，書坊援以得利祿，學人用

以取功名，各逞意見，各立宗旨，雜以佛、老，已非傳統所能範圍，學術漸變之機，反映

明政教風俗擴展趨向，陽明心學未必直接象山，遙契孟子心學，回歸於學術背景，義理思

考乃是反省朱學所產生的結果，以四書著作當中，有關《孟子》著作並無明顯增加，反而

是《大學》、《學庸》討論更多，後人嘗試調和朱、陸分歧，但陽明對於象山其實創發之處

不多。97心學、理學分化，觸動多元詮釋，講章雖然蕪雜，卻反映明儒形塑學術主體地位

的籲求，四書為明儒學術核心，濡染影響由此可見。撮舉成果如下： 

一、宋元之際四書尚屬於傳播階段，明代官學化使得朱學成為權威，四書成為儒學最重要

文本，影響甚至擴及日本、朝鮮，形成東亞文化圈，儒學成為傳統思想核心，四書正

是其中關鍵，明儒對於四書多層次思考具有關鍵性作用。 

二、明代四書傳習既廣，明初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階段，為治權

政教時期；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階段，為義理辨析時期；神宗、光宗、熹

宗、思宗階段，為多元開展時期，明代四書學可以分出三個發展階段。 

三、太祖重用浙東學人，程、朱已是顯學，歷建文而至成祖，尊朱立場不變，《四書大全》

更是皇權威勢下以道統名目進行政教整合工作，化解宋元不同系譜的分歧，也有以新

安一系取代浙東學人的安排，用意在於強化個人權力來源。 

四、憲宗即位之初，皇統威勢逐漸消解，政、教之間鍵結鬆動，儒者反省心性事理，開啟

自由多元風氣，弘治、正德、嘉靖之間，理學、心學、辨偽學各據文本，宗旨既分，

各有堅持，遂有不同於前的情況。 

五、神宗之後坊刻活躍，宗朱與宗王，相互激盪，書坊逐利結合科舉誘因，諸多創新說法，

饒有新意，卻也歧異彌甚，趨新與保守兩種方向，結合市場機制有更蓬勃的發展，明

儒以四書形塑學術主體的企圖心也更為強烈。 

                                                        
97  明・錢大復：〈合編自序〉云：「總之以陽明未發之意，體紫陽未發之旨，令後人無病陽明，亦無病

紫陽，俾聖道大明，如日中天耳。」明・錢大復：《四書證義筆記合編》（明刊本，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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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以四書建構儒學體系，明代則是四書具體實踐的時代，從政教而及士人，由士人

而及庶民，從實踐到反思，從反思到創發，共同進行四書義理的思考，政教的鬆動，促發

不同的詮釋，明儒對於四書的反省實踐相當多元與分歧，然而朱熹學術始終為明儒思考的

中心，視之為「執拗的低音」，98不如稱為思想的背景音樂。雖然文獻的蒐輯、資料的檢

覈，以及數據的檢討，頗費工夫，但思想史研究必須要有清晰背景了解，才能正確判斷其

中得失。筆者藉由檢視明代四書撰作數據，得見明儒多元思考以及超乎心學視域的觀察，

從轉折當中了解四書學的衍繹與變易，期待還原明儒四書詮釋真實樣貌。然而諸多善本文

字漫漶，所存既寡，辨識為難，分析難以全面，管見殊無自信，尚祈博雅君子有以諒之。 

 

 

 

 

 

 

 

 

 

 

 

 

 

 

 

 

 

 

 

 

                                                        
98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 年），頁 15-72。

參見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

男全集》，第 12 卷（東京：岩波书店，1996 年），頁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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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 Xi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Confucianism basing on the Four Books. As for Ming 
dynasty, people of different levels practiced the philosophy in the Four Books from different 
stands. Rulers,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all practiced and rethought the ordinance of the 
Four Books. After pondering, they even put forward new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and content of their writings about Four Books, there are three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in 
Ming. First, the period of imperial education: rulers quoted Zhu’s curriculum a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in Ming Taizu, Huidi, Chengzu, Renzong, Xuanzong, Yingzong, and Jingdi. Second, 
the period of analyzing the ordinance: scholars emphasized person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in Ming Xianzong, Xiaozong, Wuzong, Shizong, and Muzong. Third, the period of 
diverse advancement: people argued about Philosophy of Mind (xinxue) and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with each other in Ming Shenzong, Guangzong, Xizong, and Sizong. It reveals 
that Confucianism gave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influences and Zhu’s curriculum were spread 
and developed by rulers, officials, as well as common people. The emperors quoted the Four 
Books to succeeded to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in order to fuse academia with 
politics. The officials quoted it to think of the best way of living in the world. The bookshops 
used it to acquire wealth while scholars used it to achieve honor by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Moreover, the division betwee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agitated 
people to give mor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Books. To be sure, the Four Books was the 
academic core of Confucianism in Ming and had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  
 

Keywords: Ming Scholars, Zhu Xi’s Curriculum, the Four Books, Philosophy of Mind 

(xinxue),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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